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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现有文献认为数字技术有助于推动企业的战略转型和变革,却忽视了企业在运用数字技术的过程

中不同阶段的特征。 本文基于威胁刚性理论提出,“数字技术驱动战略变革”更可能发生在整个进程的中后期,而

在运用数字技术的早期阶段企业反而会减少变革保持稳定。 为验证这一构想,本文利用 2011—2020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对于企业战略动态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技术运用与企业战略保持

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即企业的战略保持程度会随着数字技术的运用先上升后下降;组织惯性越强,数字技术运用

与企业战略保持程度之间的倒 U 型关系曲线越陡峭,即组织惯性会强化数字技术运用对企业战略保持程度的影

响。 企业需要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更加理性地应对数字技术可能给自身战略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数字技术　 威胁刚性　 战略保持　 组织惯性　 战略决策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3)12-0100-17

　 　 一、问题提出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与企业实践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当前企业推进战略转型并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使企业的资源能力、产品服务乃至商业生态等

发生数字化的系统演变[1-2] ,推动企业实现一种根本性的战略变革[3-5] 。 巴拉德瓦杰等( Bharadwaj
 

et
 

al.,
2013)认为数字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业务战略[1] ;黑内尔特等(Hanelt

 

et
 

al.,2021)同样发现数字技

术运用广泛引发了企业的适应性变革[2] ;德雷梅尔等(Dremel
 

et
 

al.,2017)指出企业引入数字技术后会发生

实质性的组织转型,产生新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3] ;戚聿东等(2021)提出企业的资源、创新、商业生态、业

务流程与管理以及商业模式五大关键战略要素均受到数字技术的深刻影响[5] 。
上述文献都表明了数字技术运用对企业战略变革的驱动作用,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观点的成立有一

个不可或缺的隐藏前提:企业能够有效地理解并适应数字技术。 然而,这一前提对于刚开始运用数字技术

的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具备的,原因在于,数字技术不仅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6-7] ,而且其引发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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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往往具有颠覆性和根本性[8-9] ,与以往单纯发生在工业化体系内的变革迥然不同,导致企业难以依靠过

往积累的经验来应对[10] 。 因此,企业在刚开始运用数字技术的时候很可能要经历一段较长的阵痛期,在这

一时期,企业还无法有效地理解并适应数字技术,不具备开展适应性战略变革的前提条件。 而现有研究对

于这一时期的关注和重视程度有限,并未完全揭示出数字技术驱动企业战略变革的复杂过程。
为了深入探究这一问题,对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全过程展开更为细致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根据企业

运用和适应数字技术的程度,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早期阶段,企业运用数字

技术的程度相对较低,对数字技术的理解认知还不成熟,与数字技术相适应的配套体系尚不完备,无法有效

利用数字技术;中后期阶段,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程度逐渐提高,对于数字技术的理解和适应水平也逐渐增

强,能够有效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
结合前述分析可知,在运用数字技术的中后期阶段,由于企业满足理解并适应数字技术的关键前提,数

字技术在该阶段可以灵活驱动企业战略变革似乎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并不具备上述关键前提的早期阶

段,数字技术会对企业的战略动态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解答。
本文提出,在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早期阶段,数字技术可能不仅不会推动企业的战略变革,反而会使企

业的战略保持程度增加,即企业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趋于稳定[11] 。 原因在于,对于数字技术的早期运

用会增加企业战略决策的难度和风险,威胁到企业的正常运营与发展。 根据威胁刚性理论,企业管理者此

时很可能会缩小注意力范围,并依赖组织惯例,从而使企业变得更加刚性[12] ,战略保持程度增加。 只有到运

用数字技术的中后期阶段,随着企业对数字技术的不断适应与学习,数字技术带来的柔性驱动效应逐渐增

强,才能抵消数字化早期阶段的威胁刚性效应,数字技术对于企业战略变革的推动作用才能显现。
本文认为,在运用数字技术的早期阶段,企业的战略保持程度会随着数字技术的运用逐渐增加,而在运

用数字技术的中后期阶段,企业的战略保持程度会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运用而逐渐降低。
为了验证上述猜想,本文利用 2011—2020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基于威胁刚性理论,

从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全过程视角探讨数字技术运用对于企业战略保持程度的影响。 本文将论证,企业战

略保持程度与数字技术运用之间存在一种倒 U 型关系:在运用数字技术的早期阶段,数字技术带来的刚性

效应会超越柔性效应成为主导,使得企业的战略保持程度逐渐增强;当度过数字化早期阶段以后,数字技术

的柔性效应会超越刚性效应成为主导,从而使企业的战略保持程度逐渐降低。 同时,本文采用内生性处理、
替换变量测量以及细化研究样本的方式,检验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此外,本文还通过检验组织惯性的

调节效应进行机制检验。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表现在:(1)通过验证企业战略保持程度与数字技术运用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将数

字技术影响企业战略变革的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并展示了不同阶段数字技术对于企业战略保持的不同作

用,从而对现有文献形成了补充;(2)通过倒 U 型检验展示早期阶段数字技术运用对于组织的刚性效应,证
实了企业战略变革与数字技术之间并非简单的单调正相关关系,指出需要更加全面地看待数字技术给组织

带来的影响,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启示;(3)通过检验组织流程惯性和资源惯性的调节作用,对数字技术

运用与企业战略保持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机制检验,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数字技术作用于企业战略保持的

部分边界条件,提供了更为严谨的研究结论。

　 　 二、文献回顾

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运用为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成为企业实施战略变革的重要推动力[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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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嵌入可以改变企业价值创造以及价值获取的方式,进而改变企业的发展战略[6] 。 首先,数字技

术能够助力企业深度开拓和挖掘数据,帮助企业更加精准地了解和转化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启发企业提供

新的产品与服务,对现有业务进行拓展并对原有战略进行相应的调整[13] 。 其次,数字技术能够推动不同主

体之间的价值共创。 消费者、供应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通过智能终端、在线平台、虚拟设计环境等共同参与

产品设计、生产、仓储和销售等各个环节[14] ,促使企业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不同主体个性化、多样化

的需求,并对现有资源能力和战略规划进行反思和重整。 此外,数字技术还可能改变企业所处的商业生态

环境。 依托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企业可以将过去不相关的产品或服务关联起来,形成网络化和动态

化的生态圈,创造并满足消费者的集成式需求,引发企业战略层面的根本性变革[15] 。 因此,数字技术的运用

可以使企业的资源能力、产品服务乃至商业生态等发生数字化的系统演变[1-2] ,进而从市场销售策略、研发

生产过程、融资及组织管理等各个方面逐步颠覆企业原有的发展战略[13,
 

16-17] ,产生一种柔性效应。 由此可

见,数字技术对于企业战略变革的灵活驱动作用已经得到了现有研究的一致认同。
然而,上述研究并未充分揭示的是,数字技术对企业战略变革的灵活驱动,必然是以企业能够有效地理

解并适应数字技术为前提条件的,而具备这一前提条件对于企业而言并非易事。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数字技术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既综合了信息、计算、沟通和连接等各种技术[7] ,又包含了设备层、网
络层、服务层和内容层的共同架构[6] ,因此企业对于数字技术及其配套体系的理解和适应不可能一蹴而就,
相应战略变革的实现难度也要远远大于以往单纯发生在工业化体系内的变革[10] 。 同时,这种根本性变革又

是包罗万象的,意味着它的实现需要组织文化、组织结构、体系流程和人员岗位等各个要素的支持与配

合[8] ,变革的协调难度大大增加,企业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条理、有计划地实施变革[9] 。 这意味着,尽管数字

技术可以为企业的战略变革提供重要动力,但是这种动力在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早期阶段可能无法显现,
因为这一阶段的企业还无法有效地理解并适应数字技术,无法满足开展适应性战略变革的必要前提条件。
如果将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进程划分为早期和中后期两个不同的阶段,那么可以预测,中后期企业能够在

理解并适应数字技术的基础上灵活变革,而在基础不足的早期阶段,数字技术会对企业的战略动态产生怎

样的影响? 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已有文献所忽略。 为了填补已有研究的空白,本文将从企业运用数字

技术的全过程视角来论证企业战略动态与数字技术运用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假设

威胁刚性理论旨在解释在企业面临内外部威胁时,管理者出现的依赖组织惯例的心理和行为反应[12] 。
其中,威胁可能来源于恶性竞争、财务逆境、信息超载等,给企业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这种负面威胁

会增加企业管理者的焦虑和心理压力,干扰其对于问题的识别与处理能力,并使其更加依赖现有的组织惯

例,使企业趋于刚性甚至瘫痪[18] 。 在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情境中,伴随着数字技术涌入的大量繁杂无序的

新信息,会使企业的信息处理和意义建构变得更加困难[19-20] ,给企业的战略决策造成严重阻碍。 同时,数字

技术对传统运营还具有相当的颠覆性和破坏性[10] 。 面对数字技术运用,企业现有的组织文化、组织结构、体
系流程和人员岗位等各个要素都可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功能失调[21-22] ,进一步加剧了管理者感知到的来自

企业内部的威胁。 此时企业管理者的认知识别能力很可能会在压力和焦虑的作用下受到限制,导致企业管

理者只能依赖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或组织惯例,从而使企业变得更加刚性,战略保持程度增加。 本文基于

威胁刚性理论提出,在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早期阶段,数字技术不仅无法发挥推动企业战略变革的柔性效

应,反而会使企业的战略决策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由此造成的威胁与压力会使企业变得更加刚性,进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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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战略保持程度的增加。
此外,保持战略稳定不仅是企业在运用数字技术的早期阶段面对数字技术威胁时的被动应对,同时也

是企业节省变革成本并提高变革效率的一种理性决策,因为数字化早期阶段的贸然变革很有可能造成变革

成本增加、变革阻力增大、数字化关注被分散等诸多弊端,最终导致企业的数字化尝试毁于一旦。 具体来

说,由于数字化早期阶段企业战略选择存在不确定性,未经深思熟虑的变革通常很难符合企业未来数字化

发展的要求,后续很可能还需要不断推翻重整[23] ,从而导致更高的变革成本[24] 。 同时,在战略发展方向不

明、配套措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草率变革,很容易招致企业内部对变革的坚决抵制和强烈不满,增大变革阻

力和失败概率[25-26] 。 此外,这种低效变革还会挤占企业管理者及员工有限的时间和精力[27-28] ,减弱企业对

于数字化本身的重视和理解,使企业的数字化适应过程变得更加拖沓和艰难。 因此,对于刚刚运用数字技

术的企业而言,贸然实施变革得不偿失,是十分不明智也不可取的做法。 综合来看,在运用数字技术的早期

阶段,企业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威胁,同时考虑到贸然变革可能带来的诸多弊端,会增加自身的战略保持程

度,产生一种刚性效应。 而随着数字技术运用的增多,信息超载和功能失调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管
理者感知到的威胁程度以及面对变革的慎重程度会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运用给企业战略动态带来的刚性

效应也会不断增强。
当企业度过了运用数字技术的早期阶段,随着企业对数字技术的不断适应与学习,其引发的刚性效

应增长速度可能会逐渐放缓,而柔性效应增长速度则会越来越快,并逐渐超越刚性效应成为主导,将早期

阶段数字技术给企业带来的威胁和压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机会和转型的动力。 此时,企业完全可以基于

自身对于数字技术的理解,利用数字技术的数据采集和分析优势重新整合自身的资源能力,改善研发、生
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组织管理流程,根据海量的用户反馈数据调整产品服务和业务板块,甚至还可以借

助数字技术强大的互联互通功能建立属于自身的网络和生态圈,在适应和运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逐步颠

覆原有的发展战略,发挥出数字技术驱动企业战略变革的柔性效应[1-2] 。 具体而言,首先,早期阶段伴随

数字技术涌来的无序混乱、繁杂过载的数据信息,在这一阶段可以被企业善加利用。 通过数字技术的深

度挖掘与智能分析,企业可以更加精准地把握用户需求,更有针对性地设置现有的业务版图并规划未来

的战略重心[13] 。 其次,早期阶段由于数字技术的颠覆性和破坏性引发的组织功能失调在这一阶段也会

逐渐改善,数字技术可以将企业内部不同主体及供应链上下游主体更加紧密地联结起来,实现不同主体

之间的价值共创,有助于企业通过群策群力提升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竞争能力,进而调整自身的战略定位

和战略目标[14] 。 最后,随着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和加深,其战略高度也可能产生质

的飞跃,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将看似不相关的产品关联起来,为消费者提供集成式服务,打造属于自身

的网络生态和独特竞争力,由此带动企业实现战略层面全局性、根本性的变革[15] 。 总之,在企业运用数

字技术的中后期阶段,数字技术带来的柔性效应可能会不断增长,且增长速度也会不断提升,逐渐抵消早

期阶段的刚性效应,真正显现出数字技术对于企业战略变革的推动作用,对企业的原有战略产生颠覆性

影响。
综上所述,在运用数字技术的早期阶段,企业的战略决策面临着威胁和不确定性,此时数字技术带来的

刚性效应会超越柔性效应成为主导,即刚性效应的增长速度大于柔性效应的增长速度,使得企业的战略保

持程度逐渐增强;只有到中后期阶段,数字技术的柔性效应才会逐渐超越刚性效应成为主导,即柔性效应的

增长速度大于刚性效应的增长速度,从而驱动企业进行战略变革,降低其战略保持程度,最终使得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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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在整体上对企业战略保持程度呈现倒 U 型效应(如图 1 所示)。

�*�� �*���*	L

� �

���� ���� ����

�6�����������

图 1　 数字技术运用对企业战略保持的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企业战略保持程度与数字技术运用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即企业战略保持程度会随着数字技术

的运用先上升后下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 2011—2020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数据区间始于 2011 年是

由于工具变量分析中需要采用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始于 2011 年。 样本筛选过程如下:(1)删除金融类公

司;(2)删除 ST、PT 等样本;(3)删除主要变量取值存在缺失的样本;(4)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

理。 除了数字技术运用的相关数据需要借助文本分析工具手动整理以外,研究所需的其余数据主要来自同花

顺数据库、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上海经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

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本文使用软件 Stata
 

16. 0 进行数据分析。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战略保持程度(SP)。 组织战略可以看作组织资源配置的决策模式,组织战略的改变亦是组织内一系列

重要的资源配置活动的改变[29] ,因此组织战略资源的变化可以反映出组织战略的变化[30-31] 。 参照连燕玲

和贺小刚(2015) [31] 、张和拉贾戈帕兰( Zhang
 

&
 

Rajagopalan,2003) [32] 、格罗斯曼和坎内拉( Grossman
 

&
 

Cannella,2006) [33]的研究,本文利用企业六个维度的战略资源分配在年度区间上保持不变的程度反映其战

略保持程度。 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通过改变企业与客户的交互方式影响企业的销售策略和存货

情况[17,
 

34] ,亦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和融资成本影响企业的管理费用和财务状况[16,
 

35] ,还可以通过

赋能企业的研发及生产过程影响企业的创新决策和资产结构[13,
 

36-37] 。 因此,销售策略、存货情况、管理费

用、财务状况、创新决策、资产结构等企业资源分配特征都可以反映出数字技术给企业战略带来的影响。 基

于此,本文设定战略保持程度的具体测量过程如下:首先获取企业战略资源六个维度指标,包括销售费用与

营业收入比率、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比率、固定资产净值与固定资产总值比率、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比率、
存货与营业收入比率、财务杠杆系数;其次,分别计算各个维度 t 年和 t-1 年取值的差值并取绝对值,然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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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行业进行标准化并乘以-1;最后,将处理后的六个指标值进行加总,得到企业的战略保持程度。 同时,考虑到

仅根据财务指标衡量企业的战略动态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还在稳健性检验中利用企业的年报文本信

息衡量其战略保持程度。 具体而言,参照李莎等(2019) [38] 的研究,采用企业年度报告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文本与上年度文本的余弦相似度作为替代测量。
2. 解释变量

数字技术运用(AD)。 参照吴非等(2021) [13]的研究,利用其特征词图谱测定企业年报文本中与数字技

术相关的特征词词频,来衡量企业的数字技术运用程度。 特征词图谱包含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

链技术、大数据技术、数字技术应用五个维度。 利用软件 Python 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中的特征词进行搜索、
匹配和词频计数,进而分类归集关键技术方向的词频,然后将五个维度的特征词词频加总并进行对数化处

理,从而得到刻画企业数字技术运用的整体指标。 黄勃等(2023)将基于年报文本的企业数字技术运用衡量

结果与基于企业数字专利的衡量结果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印证了基于年报文

本测量企业数字技术运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39] 。 在后文的稳健性检验中,将上述加总合并的整体指标降维

分解至两个层面:底层技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大数据技术)和技术实践应用(数

字技术应用)。 之后,分别加总并进行对数化处理,然后对两个指标各自进行检验。
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企业规模(Size)、上市年限(List)、企业成长性(Grow)、资产负债率(Lev)、现金净流量(Cash)、
流动资产周转率(Turnover)、总资产净利润率(ROA)、账面市值比(BM)、股权集中度(Top1)、管理费用率

(AE)、产权性质(SOE)、高新企业(HT)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的变量定义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测量

被解释变量 战略保持程度 SP 企业战略资源配置六个维度在年度区间上的保持程度

解释变量 数字技术运用 AD 企业年报文本中数字技术相关五个维度特征词词频加总,并进行对数化处理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当年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上市年限 List 样本年份与企业上市年份的差值

企业成长性 Grow 企业营业收入与上一年相比的增长比率

资产负债率 Lev 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

现金净流量 Cash 企业当年 12 个月的现金净流量与总资产的比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Turnover 企业营业收入与平均流动资产总额的比率

总资产净利润率 ROA 企业净利润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率

账面市值比 BM 企业总资产与市值的比率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管理费用率 AE 企业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率

产权性质 SOE 虚拟变量:国有企业取 1,否则取 0

高新企业 HT 虚拟变量: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取 1,否则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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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模型构建

为研究数字技术运用对企业战略保持程度的影响,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SP i,t +1 =β0 +β1ADi,t +β2AD2

i,t + ρCONTROLi,t + Year + Industry +εi,t (1)
其中,下标 i 代表企业,t 代表年份。 SP i,t +1 为被解释变量,即企业的战略保持程度; ADi,t 为解释变量,即

企业的数字技术运用程度, AD2
i,t 为数字技术运用的平方项; CONTROLi,t 为控制变量; Year 表示控制年份,

Industry 表示控制行业; β0 为截距项, β1 为一次项的回归系数, β2 为二次项的回归系数, ρ 为控制变量的回

归系数, εi,t 为残差。

　 　 五、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战略保持程度(SP)的均值为 0. 304
 

3,标准差为 2. 451
 

4。 数字技

术运用(AD)的均值为 1. 376
 

5,标准差为 1. 423
 

1。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SP 18
 

386 0. 304
 

3 2. 451
 

4 -11. 136
 

8 0. 988
 

0 3. 451
 

0

AD 18
 

386 1. 376
 

5 1. 423
 

1 0. 000
 

0 1. 098
 

6 5. 159
 

1

Size 18
 

386 22. 297
 

4 1. 254
 

2 18. 492
 

9 22. 121
 

0 25. 984
 

0

List 18
 

386 10. 967
 

2 6. 889
 

7 2. 000
 

0 9. 000
 

0 26. 000
 

0

Grow 18
 

386 0. 174
 

3 0. 399
 

1 -0. 554
 

5 0. 105
 

9 2. 504
 

5

Lev 18
 

386 0. 434
 

8 0. 202
 

2 0. 059
 

4 0. 429
 

2 0. 903
 

7

Cash 18
 

386 0. 151
 

1 0. 113
 

9 0. 008
 

9 0. 119
 

7 0. 621
 

9

Turnover 18
 

386 1. 305
 

1 0. 967
 

7 0. 138
 

7 1. 051
 

4 5. 561
 

5

ROA 18
 

386 4. 042
 

6 5. 927
 

3 -23. 153
 

2 3. 586
 

9 32. 367
 

8

BM 18
 

386 0. 626
 

0 0. 246
 

0 0. 112
 

4 0. 627
 

5 1. 169
 

5

Top1 18
 

386 0. 342
 

7 0. 146
 

7 0. 086
 

0 0. 321
 

9 0. 743
 

0

AE 18
 

386 0. 091
 

3 0. 070
 

9 0. 009
 

4 0. 074
 

8 0. 478
 

3

SOE 18
 

386 0. 384
 

7 0. 486
 

5 0. 000
 

0 0. 000
 

0 1. 000
 

0

HT 18
 

386 0. 488
 

9 0. 499
 

9 0. 000
 

0 0. 000
 

0 1. 000
 

0

　 　 (二)基准回归

企业战略保持与数字技术运用关系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模型 1 仅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
模型 2 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集。 模型 2 显示,数字技术运用二次项(AD2 ) 对企业战略保持程度

(SP)的影响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β2 = -0. 036
 

9) 。 同时,参考汉斯等( Haans
 

et
 

al.,2016) [40] 、于

等人(Yu
 

et
 

al.,2019) [41]对 U 型关系的检验:首先,拐点的置信区间必须在解释变量的取值范围内,经检验,模
型 2 的拐点为 2. 520

 

6,95%置信区间为[1. 962
 

1,3. 906
 

3],均位于数字技术运用的取值范围[0,5. 159
 

1]之
内;其次,U 型曲线在两个端点的斜率要明显陡峭,当数字技术运用取最小值时曲线斜率在 1%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b= 0. 185
 

9),当数字技术运用取最大值时曲线斜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b= -0. 194
 

6)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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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企业战略保持与数字技术运用关系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AD 0. 222
 

1∗∗∗ 0. 185
 

9∗∗∗

(4. 186
 

2) (4. 105
 

3)

AD2 -0. 050
 

1∗∗∗ -0. 036
 

9∗∗∗

( -3. 709
 

7) ( -3. 267
 

2)

Size 0. 234
 

1∗∗∗

(7. 404
 

3)

List -0. 020
 

8∗∗∗

( -3. 964
 

5)

Grow -0. 275
 

4∗∗∗

( -4. 869
 

1)

Lev -1. 829
 

5∗∗∗

( -8. 896
 

6)

Cash 0. 905
 

8∗∗∗

(3. 945
 

6)

Turnover 0. 469
 

7∗∗∗

(14. 042
 

5)

ROA 0. 049
 

9∗∗∗

(10. 475
 

6)

BM 0. 380
 

3∗∗∗

(2. 848
 

2)

Top1 -0. 251
 

0

( -1. 410
 

6)

AE -9. 025
 

0∗∗∗

( -15. 938
 

7)

SOE 0. 477
 

5∗∗∗

(6. 994
 

1)

HT 0. 259
 

1∗∗∗

(4. 619
 

9)

年份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18
 

386 18
 

386

R2 0. 003 0. 185

F 2. 410
 

8 30. 047
 

7

　 　 注:(1)括号中的报告值为 t 值;( 2) ∗ 、∗∗ 和∗∗∗ 分别表示 10%、5%和
1%显著性水平,本文使用聚类标准误调整异方差,后表同。

之,u 检验结果显示倒 U 型关系在 1%的水平上

显著存在(P = 0. 006
 

9),说明企业战略保持程度

与数字技术运用之间确实存在倒 U 型关系,战略

保持程度随数字技术运用的提升先增强后减弱

(如图 2 所示),本文提出的假设得到了验证。 并

且,模型 1 仅控制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的检验结

果与模型 2 保持一致, 数字技术运用二次项

(AD2)的显著性也保持不变,且同样通过了 u 检

验,进一步支撑了本文的假设检验结果。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过

程存在明显的两阶段特征:在运用数字技术的早

期阶段,由于数字技术带来的刚性效应会超过柔

性效应占据主导,企业的战略保持程度会随着数

字技术的运用逐渐增加;而在运用数字技术的中

后期阶段,由于数字技术带来的柔性效应会逐渐

超越刚性效应占据主导,此时企业的战略保持程

度会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运用而逐渐降低。
并且,上述两阶段的分界点出现在企业数字技术

运用(AD)取值达到 2. 520
 

6(倒 U 型曲线拐点)
之时。 为了对阶段划分形成更直观的时间理解,
本文计算了样本企业自运用数字技术开始,到数

字技术运用(AD)取值达到 2. 520
 

6 需要经历的

年限,最终发现所有样本企业达到拐点的平均年

限为 3. 899
 

5 年。 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印

证了本文使用年度数据进行分析的合理性,由于

阶段年限明显超过一年,因此使用年度数据分析

基本可以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满
足研究需要。

� � � � � �
����D*

���

���

���

���

���

���

���

�
*
�
�
/
�

图 2　 企业战略保持与数字技术运用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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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处理

前文的回归分析可能存在因企业战略保持与数字技术运用之间互为因果、其他遗漏变量等引起的内生

性问题,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检验。 考虑到企业所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会影响企业对数字技术的采纳和运用,但是不会对企业的战略保持程度产生直接的影响,本文选用

2011—2019 年省份层面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的具体变量设定参

照赵涛等(2020) [42]的研究,从互联网发展水平和数字金融普惠程度两方面测量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测度借鉴黄群慧等(2019) [43]的方法,包含 2011—2019 年各省份的互联网普及率(百人中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相关从业人员情况(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相
关产出情况(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和移动电话普及率(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四个分指标;数字金融普惠程

度的测量采用郭峰等(2020) [44]编制的 2011—2019 年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该指数是以蚂蚁金

服提供的数据为基础,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来构建,衡
量各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程度。 然后通过主成分分析,将上述指标标准化后降维处理,得到最终的数字经

济综合发展指数。 工具变量法的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数字技术运用二次项(AD2 )对企业战略保持程度

(SP)的影响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 u 检验结果显示倒 U 型关系在 5%的水平上显著存在,同样与

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表 4　 工具变量检验

变量 模型 3

AD 2. 960
 

7∗∗∗

(4. 222
 

1)

AD2 -0. 590
 

1∗∗∗

( -3. 044
 

7)

控制变量 控制

年份 控制

行业 控制

观测数 18
 

386

R2 -0. 107

F 24. 554
 

0

　 　 注:(1)括号中的报告值为 z 值;(2)控制变量与前文相同。

　 　 2. 变量替换

对于被解释变量,即企业的战略保持程度,
本文还参照李莎等(2019) [38] 的方式,采用企业

年度报告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文本与上一年

度文本的余弦相似度作为替代测量(SI)。 这是

因为,“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通常会对企业未来

战略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包含了企

业制定和调整未来战略的综合信息。 因此,“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文本与上一年度文本的余弦相

似度越高,企业的战略保持程度越高。 具体来

说,本文在计算不同年度文本之间的余弦相似度

之前,首先利用软件 Python 对文本进行分词,并
剔除了其中的标点符号以及常见停用词(包括哈

尔滨工业大学停用词表、四川大学机器智能实验室停用词列表、百度停用词列表),以进一步提高文本相似

度指标的精确性。 最终变量替换后的检验结果如表 5 中模型 4 所示,数字技术运用二次项(AD2 )对企业战

略保持程度(SI)的影响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 u 检验结果显示倒 U 型关系在 5%的水平上显著存

在。 此外,考虑到数字技术发挥效用的时滞性,本文还将企业 t+2 与 t+1 年战略资源分配的保持程度作为被

解释变量的替代测量(SP2),检验结果如表 5 中模型 5 所示,数字技术运用二次项(AD2 )对企业战略保持程

度(SP2)的影响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 u 检验结果显示倒 U 型关系在 1%的水平上显著存在。 总

之,上述两种对于被解释变量的替代测量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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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模型 4 模型 5

AD 0. 003
 

3∗∗ 0. 249
 

5∗∗∗

(2. 033
 

1) (4. 155
 

8)

AD2 -0. 000
 

8∗∗ -0. 049
 

6∗∗∗

( -1. 994
 

4) ( -3. 325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18
 

273 15
 

103

R2 0. 404 0. 125

F 325. 486
 

6 16. 816
 

7

　 　 注:括号中的报告值为 t 值,后表同。

表 6　 替换解释变量

变量 模型 6 模型 7

AU 0. 1953∗∗∗

(4. 299
 

4)

AU2 -0. 039
 

1∗∗∗

( -3. 409
 

6)

AP 0. 119
 

3∗∗

(2. 428
 

4)

AP2 -0. 029
 

4∗∗

( -2. 082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18
 

386 18
 

386

R2 0. 185 0. 184

F 30. 087
 

8 29. 453
 

4

　 　 对于解释变量,即企业的数字技术运用,本
文还参照吴非等(2021) [13] 的做法,将五个细分

指标合成的整体指标划分至两大层面:底层技

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

术、大数据技术)和技术实践应用(数字技术应

用) 。 将两个层面的特征词词频各自加总并进

行对数化处理,然后将得到的底层技术运用指

标(AU)与技术实践应用指标(AP)分别作为解

释变量的替代测量进行回归。 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底层技术运用二次项( AU2 ) 对企业战略

保持程度(SP)的影响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为负,且 u 检验结果显示倒 U 型关系在 1%的

水平上显著存在;技术实践应用二次项(AP2 )
对企业战略保持程度(SP)的影响系数在 5%的

水平上显著为负,且 u 检验结果显示倒 U 型关

系在 5%的水平上显著存在,同样与基准回归

结果保持一致。
3. 样本替换

由于信息技术行业可能在运用数字技术方

面具有特殊优势,更容易接触并熟悉数字技术,
对数字技术的适应性问题在信息技术行业可能

并不突出,导致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阶段性特征

并不明显。 因此本文参照谢康等(2020) [45] 的设

定,将电子设备等信息技术生产行业,互联网、金
融服务等信息技术密集使用行业视为信息技术

高强度行业,然后将信息技术高强度行业样本予

以删除并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7 中模型 8 所

示,数字技术运用二次项(AD2 )对企业战略保持

程度(SP)的影响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且 u 检验结果显示倒 U 型关系在 5%的水平上

显著存在。 其次,数字技术运用的影响在传统制造业情境中探讨可能更具意义,数字技术的复杂性问题可

能在传统制造业中更为典型,因此本文还将非制造业样本予以删除并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7 中模型 9 所

示,数字技术运用二次项(AD2)对企业战略保持程度(SP)的影响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 u 检验结

果显示倒 U 型关系在 1%的水平上显著存在。 此外,考虑到近年新冠疫情可能给企业数字化实践以及战略

变革带来特殊影响,本文还将最近一年数据样本予以删除并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7 中模型 10 所示,数字

技术运用二次项(AD2)对企业战略保持程度(SP)的影响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 u 检验结果显示

倒 U 型关系在 5%的水平上显著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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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替换样本

变量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AD 0. 156
 

5∗∗∗ 0. 177
 

3∗∗∗ 0. 183
 

6∗∗∗

(3. 091
 

7) (3. 317
 

5) (3. 754
 

3)

AD2 -0. 032
 

1∗∗ -0. 039
 

8∗∗∗ -0. 034
 

2∗∗∗

( -2. 330
 

0) ( -3. 017
 

3) ( -2. 753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16
 

470 11
 

739 15
 

416

R2 0. 184 0. 167 0. 188

F 26. 896
 

8 31. 542
 

1 28. 420
 

5

　 　 六、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所述,企业战略保持程度与数字技术运用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而威胁刚性是影响早期阶段

企业战略保持与数字技术运用之间关系的关键机制。 如果这一关键机制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战略保持与数

字技术的正向关系更可能发生在组织惯性原本就比较高的企业中,因为组织惯性越高,数字技术带来的信

息过载和功能失调威胁可能越严重,且管理者面对威胁时越会对已有的组织惯性产生依赖,刚性效应也就

越强。 为此,本文进一步探讨组织惯性(流程惯性和资源惯性)的调节效应,如果调节作用得到验证,则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解释机制的合理性。
组织惯性蕴含了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和解决问题的逻辑方法,是企业

战略性决策的重要情境变量之一[46-47] 。 过强的组织惯性会导致企业的认知模式和运作模式固化,甚至使企

业陷入能力陷阱,限制了企业适应环境变迁的弹性[11,
 

48] 。 根据惯性来源的不同,组织惯性可以被划分为不

同的维度:组织惯性既可能源于企业不能灵活改变原有资源的投入模式,即资源惯性;也可能源于企业难以

灵活改变应用资源的组织流程,即流程惯性[49] 。 一方面,流程惯性较高的企业通常在其发展实践中,逐渐形

成了相对固定的思维认知模式以及制度化、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和惯例[50] 。 因此,在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早

期阶段,高流程惯性企业更难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新信息进行有效处理,并且流程惯例等组织元素也可能与

数字技术产生更多的冲突,由此造成更高程度的威胁,致使企业管理者更加依赖已有的流程惯例,威胁刚性

效应增强,从而强化早期阶段数字技术运用对企业战略保持程度的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资源惯性较高的

企业资源配置模式往往相对稳定,并且对于资源分配的调整需要承担更高的成本[51] 。 因此,在运用数字技

术的早期,高资源惯性企业现有的资源要素可能更难适配数字技术的推进,同样,管理者的感知威胁以及对

已有资源惯性的依赖程度也会增强,进而强化早期阶段数字技术运用给企业战略决策带来的刚性影响。 等

企业度过数字化早期阶段的茫然和混乱以后,更强的流程惯性和资源惯性也意味着企业存在更大的变革空

间,从而增强中后期阶段数字技术运用对于企业战略保持程度的负向影响。 因此本文认为,这两种组织惯

性都会使得企业战略保持与数字技术运用之间的倒 U 型关系曲线变得更加陡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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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上述观点,本文首先通过变量设定衡量企业的流程惯性(RO)和资源惯性(RE) 。 流程惯性

的测量参照邓新明等(2021) [50] 、连燕玲等(2015) [52] 的研究,将企业规模与企业年龄各自标准化之后取

平均值即为流程惯性。 其中,企业规模为企业员工总数,企业年龄为企业成立年限,即样本年份与企业成

立年份的差值加 1。 而资源惯性的测量参照李鹤尊等( 2020) [53] 的研究,利用企业营业收入与总资产的

比值来衡量,因为企业每单位营业收入占用的资产数量反映了企业的资产密集程度,同时也能够间接反

映企业资源调整成本的大小。 相比资产密集度较低的企业而言,资产密集度较高的企业若要调整现有的

资源分配状况,鉴别和处置现有资产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难度和风险也会更大。 具体的计量模型设定

如下:
SP i,t +1 =β0 +β1ADi,t +β2AD2

i,t +β3ADi,t ×MODi,t +β4AD2
i,t ×MODi,t +β5MODi,t +

ρCONTROLi,t + Year + Industry +εi,t (2)
其中, MODi,t 为调节变量,即组织惯性,包括流程惯性(RO)和资源惯性(RE), β1 为数字技术运用一次

项的回归系数, β2 为二次项的回归系数, β3 为一次项与调节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β4 为二次项与调节变

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β5 为调节变量的回归系数。 CONTROLi,t 为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完全

相同; Year 表示控制年份, Industry 表示控制行业; ρ 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β0 为截距项, εi,t 为残差。
组织惯性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 模型 11 中数字技术运用二次项(AD2 )与流程惯性(RO)

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β4 = -0. 031
 

5) ,流程惯性会使数字技术运用与企业战略

保持之间的倒 U 型关系曲线形态更加陡峭(如图 3 所示) 。 模型 12 中数字技术运用二次项(AD2 )与资源

惯性(RE)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β4 = -0. 030
 

2) ,资源惯性也会使数字技术运用

与企业战略保持之间的倒 U 型关系曲线形态更加陡峭(如图 4 所示) 。 以上结果验证了本文的观点,说
明流程惯性和资源惯性都会进一步增加运用数字技术给企业战略决策带来的威胁,以及管理者对于现有

组织惯性的依赖程度,从而增强早期阶段数字技术运用对企业战略保持程度的正向影响。 等企业度过数

字化早期阶段以后,更强的流程惯性和资源惯性也意味着企业存在更大的变革空间,从而增强后期阶段

数字技术运用对于企业战略保持程度的负向影响。 这意味着,数字技术运用引发的威胁刚性效应,确实

是造成企业在运用数字技术的早期阶段增加战略保持程度,以及在整个技术运用过程中呈现不同阶段性

特征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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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流程惯性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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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资源惯性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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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组织惯性的调节效应

变量 模型 11 模型 12

AD 0. 158
 

8∗∗∗ 0. 093
 

5

(3. 285
 

9) (1. 267
 

2)

AD2 -0. 027
 

4∗∗ -0. 018
 

6

( -2. 265
 

5) ( -1. 182
 

1)

RO 0. 001
 

8

(0. 029
 

0)

AD×RO 0. 090
 

1

(1. 276
 

3)

AD2 ×RO -0. 031
 

5∗

( -1. 811
 

7)

RE 0. 237
 

4∗

(1. 842
 

3)

AD×RE 0. 137
 

7∗

(1. 709
 

4)

AD2 ×RE -0. 030
 

2∗∗

( -2. 046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18
 

386 18
 

386

R2 0. 185 0. 187

F 28. 180
 

0 28. 675
 

9

　 　 七、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及贡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战略保持与数字技术运用之间存在一种倒 U 型关系,并通过内生性处理、替

换变量测量以及研究样本的方式验证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 基于全过程视角,本文将数字技术影响企业战

略变革的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在运用数字技术的早期阶段,企业不仅不会推进战略变革,反而会逐渐增强

自身的战略保持程度;而数字技术对战略变革的推动作用只有在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中后期阶段才会逐渐

显现。 由此可见,现有文献对于企业战略动态与数字技术之间关系的看法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忽视了数字

技术运用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并且现有文献对于数字技术柔性效应的过分强调,使得其可能造成的刚性效

应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本文验证了企业战略变革与数字技术运用之间并非简单的渐进式递增的关系,

而是一种相对复杂的 U 型关系。 这意味着,在运用数字技术的早期阶段,企业的战略变革程度不仅不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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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反而会下降,即企业在这一阶段不仅不能获得数字技术带来的灵活性增益,自身原本具备的灵活性还要

在一定程度上被牺牲,而这一点恰恰是被现有研究所忽视或隐藏的。 因此,本文展示了需要更加全面地看

待数字技术对企业战略动态影响的必要性,既对已有文献形成了重要补充,也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

要启示。

本文还验证了组织惯性的调节效应:企业的流程惯性或资源惯性越强,企业战略保持与数字技术运用

之间的倒 U 型曲线形态越陡峭。 这说明高组织惯性确实会进一步增加管理者的威胁感知和惯性依赖,从而

增强早期阶段数字技术运用对企业战略保持程度的正向影响,进而为这一阶段数字技术影响企业战略决策

的解释机制提供了重要支撑。 并且,在运用数字技术的后期阶段,更强的流程惯性或资源惯性往往也意味

着企业存在更大的变革空间,从而增强后期阶段数字技术运用对于企业战略保持程度的负向影响。 因此,

对于组织惯性情境作用的检验不仅说明了本文解释机制的合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数字技术影响企

业战略保持的部分边界条件,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本文的研究框架。

　 　 (二)管理启示及展望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运用数字技术的早期阶段往往难以灵活变革,反而会在数字技术带来的一

系列威胁下变得僵化。 面对这种局面,企业需要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更加理性地应对数字技术可能给自身战

略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在运用数字技术之前,详细评估自身的适应和承受能力,审慎做出数字技术运用的

相关决策;另一方面,在运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不断审视自身各个组织要素与数字技术的匹配程度,根据

不同阶段的特性及时调整相应的决策,以避免转型步伐太快带来的损失和风险。 此外,本文还发现组织惯

性会进一步强化早期阶段数字技术运用对企业战略动态的刚性效应。 这说明,企业在运用数字技术的早期

阶段,需要充分重视自身存在的流程惯性和资源惯性,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弱化组织惯性可能带来的不利影

响,帮助自身更快地适应数字化发展的要求。 例如,企业可以积极学习先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引进数

字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充分调动员工参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加强与供应商和客户的联系以提高

技术契合度等。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本文利用倒 U 型分析方法对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过程进行了两阶段

划分,但是该过程可能还存在更复杂的阶段性特征尚未被刻画出来,未来相关研究可以借助其他方法进行

更细致的阶段划分和特征刻画。 其次,本文只关注了不同阶段的数字技术运用可能给企业整体的战略变革

带来不同的影响,但并未针对某种具体的企业战略决策进行探讨,也没有研究数字技术可能给企业战略以

外的其他组织行为带来怎样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聚焦某种特定的战略决策,或者进一步探究数字技

术与其他的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 另外,本文也没有针对不同类型的数字技术进行细致的分析,因此未来

研究也可以进一步关注不同类型的数字技术,是否有可能给企业实践带来差异化的影响。 最后,除了组织

惯性这一特征以外,可能还存在许多其他的情境因素同样会影响企业战略保持与数字技术运用之间的关

系,本文对于这些情境因素的关注并不全面,还需要未来研究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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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existing
 

literature
 

assume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contributes
 

to
 

firm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but
 

ign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ge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Moreover,
 

it
 

seems
 

to
 

overemphasize
 

the
 

flexible
 

driving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n
 

organizations,
 

making
 

the
 

other
 

side
 

of
 

digital
 

technology
 

covered
 

up.
 

Based
 

on
 

the
 

threat-rigidity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driven
 

strategic
 

change
 

is
 

theoretically
 

more
 

likely
 

to
 

occur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stages,
 

while
 

strategic
 

persistence
 

may
 

increase
 

in
 

the
 

early
 

stage.

This
 

paper
 

uses
 

the
 

empirical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from
 

2011
 

to
 

2020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firms’
 

strategic
 

persis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e
 

results
 

show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degree
 

of
 

firms ’
 

strategic
 

persistence.
 

In
 

the
 

early
 

stage,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will
 

enhance
 

the
 

degree
 

of
 

firms’
 

strategic
 

persistence.
 

However,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stages,
 

strategic
 

change
 

will
 

be
 

promoted,
 

and
 

strategic
 

persistence
 

will
 

be
 

reduced.
 

In
 

addition,
 

this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ill
 

be
 

steeper
 

when
 

firms’
 

organizational
 

inertia
 

( routine
 

rigidity
 

and
 

resource
 

rigidity)
 

is
 

higher,
 

which
 

shows
 

that
 

organizational
 

inertia
 

will
 

reinforc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firms’
 

strategic
 

persistenc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application
 

and
 

intensify
 

the
 

negative
 

effec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The
 

above
 

conclusions
 

remain
 

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tests.

This
 

paper
 

improves
 

and
 

supplement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firms’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By
 

verifying
 

the
 

abov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it
 

divides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fluencing
 

firm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into
 

two
 

stages
 

and
 

demonstrates
 

the
 

effects
 

in
 

different
 

stages.
 

The
 

inverted
 

U-shaped
 

test
 

shows
 

the
 

rigidity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n
 

the
 

organiz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suggesting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
 

more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organization.
 

In
 

addition,
 

the
 

findings
 

can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firms’
 

management
 

practices.
 

Specifically,
 

firms
 

need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possibl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ir
 

strategies,
 

evaluate
 

their
 

adaptability
 

and
 

tolerance
 

in
 

detail,
 

and
 

make
 

prudent
 

decisions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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